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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获得的不平等研究木

——基于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的“双重门槛”效应

李仲达，王美今

摘要：现有经济学文献对不平等的研究大多关注经济收入方面，甚少涉及个人职业获得的分析。通过

构建有序回归模型，考察了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的“双重门槛”对劳动者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

社会网络有助于非农户口劳动者进入高级别职业，但对农业户口劳动者的作用仅限于低级别职业的获得；户

籍分割导致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使得非农户口劳动者对高级别职业的教育回报远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

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发现：较之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较为成熟，其教育回报的城乡差异因

而较小，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对职业获得市场机制的扭曲程度也相对更弱。这些结果表明：消除户籍分割、建

立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缓解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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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伴随经济的快速

增长，我国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

这一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赵人伟和

李实，1997；林光彬，2004；李春玲和李实，2008)。

然而，经济学界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经济收入方面，对个人的职业获得却少有涉及。

与经济收入相比，职业地位的差异具有更强的稳

定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李春玲，2005)，对社会

不平等机制有着不一样的阐释。一方面，经济收

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职业获得不平等造成的；

另一方面，职业的等级分化是社会整体分层的一

个重要维度，职业获得不平等往往会导致社会阶

层固化，加剧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所谓职业获得是指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通

过利用各种资源，来竞争某种职业机会的过程。

职业获得的不平等，则是指在拥有同等知识技能

与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劳动者因所属社会阶层

的不同，不能平等地获得职业；换言之，职业获得

由于受到先赋性特征或环境因素的作用，个人的

知识技能并不能完全主导职业目标的实现。

关于职业获得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关于

社会地位获得的开创性探索，尤以两种经典理论

的影响最为深远。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

茨(T．w．schultz)和贝克尔(G．s．Becker)为代

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

地位获得的主要途径，因而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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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主要由人力资本的差异所决定。另一种理论

则是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lau)和邓肯(O．

D．Duncan)提出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Blau and

Duncan，1967)，他们运用路径分析方法来考察

“先赋性因素”(Ascriptive Factors)和“后致性因

素”(Achievmental Factors)对个人社会地位的直

接和间接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社会地位获

得模型，均忽略了现实中的非竞争因素对劳动者

职业获得机制的扭曲。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

起，社会网络因素对职业获得的影响成为近年来

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它认为劳动者可以通过社

会关系获取额外的社会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社会

地位(un，1982；边燕杰，1999)。社会网络属于社

会资本的一个维度，它是个体的社会属性，通过某

种目的性行动可以被转化为经济收益或地位提升

(Bourdieu，1986)。具体而言，社会网络是指个人或

家庭所拥有的亲戚、朋友、同事等构成的关系网络

(章元和陆铭，2009)，经济学已有的研究通常使用

家庭所拥有的亲友数量来衡量(Knigllt锄d Yueh，

2008)。许多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使用对于劳动

者职业地位获得有着正向影响(nn，1999；边燕杰，

1999；桂勇等，2002；Gerber and Mayomva，2010)。

早期的研究大多是以城市居民的样本为对象

展开的，随着近些年来“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不

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张和李(zhang and Li，2003)基于一份1995年中

国北部与东北部生活水平调查数据研究，指出在

缺乏正式渠道的情况下，社会网络促进了非农就

业信息的传递，此时农民工依靠拥有这种获取信

息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特征实现非农就业，并且社

会网络对男性的作用显著于女性。与此相似，章

元等(2008)从使用社会网络后的效果出发，基于

一个覆盖中国10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探讨了社

区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外出就业

的影响，结果发现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获

得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均不具有显著效应；而

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则通过使农民工流动到距离

发达地区更近的劳动力市场，进而拥有更多的就业

机会以及找到更多高工资的岗位。在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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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着眼于研究社会网络在提高农民工工资水

平上的作用。章元和陆铭(2009)利用中国社科院

组织的“2002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发

现社会网络只能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间接

地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

除了社会网络因素，农民工职业获得问题实

际上隐含着户籍制度的潜在影响，这是中国的劳

动力市场的另一重要制度壁垒。蔡唠等(2001)

指出，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

基础。陆铭(2011)则以“玻璃幕墙”一词，形象地

刻画了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的扭

曲。近几年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反复印证了户籍

分割所引致的职业获得不平等。陆益龙(2008)

使用了“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集，通

过lo{；it回归模型证实了户籍制度与职业阶层地

位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万向东(2008)通过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发现，农民工总

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

动力市场中；乔明睿等(2009)利用“2006年中国

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微观数据集，发现劳动力市

场上较好的工作几乎都被非农户口劳动者所占

据，即便是较差的工作，拥有非农户口也能够为劳

动者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

总体上讲，以往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获

得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在社会网络的度量方面，大部分研究者

仅停留在人数规模“量”的层面(章元和陆铭，

2009)，对“质”的讨论仍非常有限。显然，对于劳

动者的职业获得，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所发挥的

作用存在很大差别，他们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人

脉关系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但这种“质”层面的

影响仍未能得到很好的刻画；并且，现有研究多将

亲属与朋友的信息糅合，无法识别出不同人缘关

系的作用差异。

第二，在考察社会网络的作用时，已有研究大

多集中关注社会网络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或

者是非农就业方面的影响(zhang and“，2003；章

元等，2008；章元和陆铭，2009)，而忽略了一个同

样重要的问题，即社会网络对不同职业的获得的

影响可能是高度异质性的；与此同时，这些研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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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事实上，不同户籍身份

的劳动者对于社会网络的利用同样存在着异质

性。因此，如何在职业分类的一般框架下，厘清社

会网络对于不同等级职业的获得的异质性影响，

以及定量分离出社会网络对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

者的作用差异，对于理解当前中国职业获得的不

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已有的文献虽然涉及到社会网络和户

籍制度，但大多只从单一方面进行分析。事实上，

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的作用往往是交叉并存的。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体现为劳动者身份特

征的不同，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社会网络的显著

差异，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劳动者的职业获得。

因此，本文将综合考察两者的共同作用，以期对职

业获得不平等现象有更为全面的刻画。

鉴于此，本文基于CGSs2006的微观调查数

据，利用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分析了社会网络和户

籍制度的“双重门槛”机制对于职业获得不平等

的影响。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社会网络

如何作用于劳动者的职业获得机制?(2)在城乡

分割的户籍制度下，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之间

是否存在社会资本回报和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

(3)这些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构建；

第三部分是变量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

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模型构建

作为个人社会身份的主要象征，职业在本质上

反映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等级。换言之，根据不同

的职业类别，劳动者被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群

体。因此，在进行职业选择决策时，劳动者更加偏

好于能够体现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这种现象实

际上反映的是，职业之间存在一个相对的高低等级

排位，等级越高的职业越能受到劳动者青睐。因

此，在研究劳动者职业获得影响因素时，应当将职

业的这种等级特征同时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

那么，如何在职业获得模型中考虑职业等级

的因素呢?由于职业等级是包含排序信息的离散

变量，一种可行的方法是构建有序回归模型(Or—

dered Regression Model，简称OR模型)。OR模型

的核心思想是，当某个不可观测的潜变量y’落人

一定的阈值区间时，劳动者就能获得某种职业类

别。根据影响职业获得的因素，本文假定潜变量

y’是劳动者占有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积累、社

会关系资源、家庭背景以及个体能力等。尽管劳

动者占有的资源是不可观测的，但是通常可以假

定它是一系列可观测的个体特征的线性函数。对

于劳动者i，可以设定：

yi’=x：B+ui i=l，2，⋯，n

其中，xi是一个关于劳动者个体特征k维的列向

量，包括教育水平、社会网络、户籍身份、党员身份

和性别等变量。

在一个包含m种职业类别的OR模型中，定

义：

y。=j，if 斗i—l<yi‘≤斗l i=1，2，⋯，n；j=l，2，⋯，m

这里，变量yi表示观察到的职业等级，参数斗

是待估计的职业获得阈值参数。其中，设定阈值

斗o=一∞以及斗。=∞，因此有：

氏=Pr(yi=j}xi)=Pr(斗i—l<yi+≤pj)

=Pr(斗i-1<x：B+ui≤№)

=Pr(¨i—l一《p<u。≤斗j一《p)

=F(斗i—x：B)一F(斗j一，一x：p)

其中，pii表示个体i获得职业j的概率，F(．)是扰

动项ui的累积分布函数，通常假定ui服从logit
^Z

分布F(z)2石{百。对任意一个观测点i，可以
定义m个二元变量：

f1，if yi一 ．，．
yⅡ2 Io，if yi≠j ’2

1，z，⋯'m

此时，估计式中参数p与¨的对数似然函数

是：
N o

L一=；善；；yijln【F(h—x：p)一F(H一·一《B)】
其中，N表示劳动者个数，m表示职业种类个数。

利用斜率参数B和阈值参数斗的最大似然估计

量，能够很方便地测算出解释变量xi以及城乡分

割的户籍制度对劳动者职业获得概率的影响。具

体而言，如果某一个体特征所对应的斜率参数B

显著异于零，则说明在给定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该

个体特征对劳动者的职业获得机制发挥着一定的
1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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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如果阈值参数斗显著异于零，表明职业之

间的等级差异是明显的，进入不同等级职业的门

槛水平存在显著差别。对于城乡分样本的阈值参

数斗，还可以进一步用于分析户籍分割所导致的

职业获得城乡差异；如果分样本的阈值估计结果

显著不同，则表明户籍制度是影响职业获得机制

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将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
nese General Social Sunrey，简称CGSS2006)提供

的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该项调查由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

持，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

社会调查项目。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前我国城镇居

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对当前一些社会

问题的看法。CGSS2006的调查问卷分为农村卷

和城市卷，尽管两部分略有差异，但都涵盖了个人

基本情况、工作经历、婚姻、家庭与社会经济活动

以及态度／意识／认同与行为评价等几个模块。除

了教育水平、工作经历、户籍身份等个体特征之

外，该数据集还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个人职业生涯

变迁的信息。

在本文的分析中，最重要的变量是职业变量，

这里使用被访者的目前职业表示①。参照已有文

献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10类EGP职业编码

(Erikson et a1．，1979)对职业类别进行界定，并根

据费德曼和豪瑟(Feathe珊an and Hauser，1978)提

出的6大类EGP职业编码合并各项细分职业。

表l给出了10类EGP职业编码与6类EGP职业

编码的对应关系。这种EGP编码的数值，常被研

究者作为设定职业等级高低的依据，职业编码的

数值越大，该职业的等级越高(李路路，2006)。

表l 10类EGP职业编码与6类EGP职业编码的对应关系

10类EGP编码 6类EGP编码

I．大资本家、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 6．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II．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

III．常规非体力劳动者 5．一般办事人员

IVa．有雇员的小业主

IVb．没有雇员的小业主

4．小业主及个体户

V．低级技术人员和体力管理者

VI．熟练体力工人

3．一般技术工人

VIIa．无技术／半熟练的体力工人 2．体力劳动者

IVc．自雇佣的农场主

VIIb．(无技术的)农业劳动者

1．农业劳动者

本文综合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关系资源以及

户籍身份特征对于职业地位获得不平等问题进行

研究。由于职业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一个重要

维度，因此在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中，人力资本的

积累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理论上，人力资本是

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

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常用的度量

指标有教育水平、在职培训经历等。本文使用个

人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度。对于集中体

现社会关系资源的个人社会网络，一般来说，通常

使用拜年网、讨论网、餐饮网和求职网等指标来度

量。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拜年网来作

为衡量劳动者社会网络的指标，并通过“量”和

“质”两方面确保拜年网对劳动者社会网络度量

的合理性。“量”使用的是与劳动者家庭互相拜

年、交往的亲属、朋友两项人数指标；“质”则使用

两个涉及拜年交往对象的虚拟变量来度量，分别

是：是否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是否有在国有单

位工作的人。一般而言，相比起其他人群，在这些

单位工作的人群占据着更多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资

① 目前职业指的是被访者当时或最后的职业，倘若当时有多份职业，则记录被访者认为最主要的那份职业；如果

被访者以前工作过，但当时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再工作，则询问其最后从事过的那份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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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够与这些人互相拜年交往的劳动者，在社会

网络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明显。对于劳动者的户籍

身份特征，则是根据被访者目前的户籍性质，简单

地划分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④。在职业地位获

得的模型中，除了这三方面的因素，本文还加入了

年龄及其平方项、性别(男性=1，女性=0)和政

治面貌(党员=1，非党员=0)作为控制变量。

经过数据整理，最终得到了4748个观测值；

表2给出了样本数据的基本统计描述。这里选取

的职业变量是被访者2006年的EGP职业类别，

分别取表1中定义的6类离散值。由表2可知，

样本中被访者的平均教育水平约为10年，即在初

中文化程度之上。户口变量的均值为0．833，主

要是因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城镇劳动力市

场，在数据处理时剔除了农村卷的样本。另外，观

察社会网络的变量可以发现，劳动者互相拜年交

往的对象以亲属为主，并以国有单位人群居多；拜

年网显示的社会网络差别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的

人群上，仅有18．3％的劳动者占有这方面的社会

网络资源。

表2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EGP职业 3．999 1．526 政治面貌(党员=1) 0．114 0．318

教育水平 9．856 3．700 社会网络(亲属人数) 13．17 11．30

年龄 43．08 13．00 社会网络(朋友人数) 7．897 8．694

性别(男性=1) 0．471 O．499 党政机关(是=1) 0．183 0．387

户口(非农户口=1) 0．833 O．373 国有单位(是=1) 0．453 0．498

四、实证结果

(一)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OR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6类EGP职业

类别，职业编码的数值越大，该职业的等级越高

(李路路，2006)，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全样

本估计结果可知，户口和教育水平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了这些资源的占有对于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业

具有促进作用。在社会网络的“量”上，互相拜年

交往的朋友越多，越有助于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

业。社会网络的“质”则体现在交往对象上，结果

显示在党政机关或国有单位工作的人群，能够增

加劳动者对高级别职业获得的概率。通过对刻画

劳动者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进行联合显著性检

验，得到Chi2统计量为22．15，能够在1％的显著

性水平上拒绝“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不相关”的

原假设，证实了社会网络对于劳动者获得高级别

职业有着显著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比较职业获得的户籍身份差

异，本文根据户口性质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朋友层

面的社会网络和政治面貌的系数在城市样本中是

显著为正的，而农村样本却不再显著；亲属关系的

社会网络在农村样本中显著为负，说明对于农业

户口劳动者，社会网络的影响体现在亲属层面，但

其作用仅限于低级别职业的获得。另外，维系与

党政机关或国有单位工作人群的交际网络，能够

帮助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而对农业

户口劳动者的作用则非常有限。这些城乡差异意

味着尽管社会网络和党员身份有利于非农户口劳

动者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业，但是对于农业户口出

身的人而言，拥有这两种资源并不能在职业获得

中占据优势。换言之，即便同样拥有相当规模的

社会网络或党员身份，由于户籍分割的存在，农业

户口劳动者的这种社会与政治资源，并不能在高

级别职业的竞争过程中被转化为相对优势。此

外，对比教育水平的系数估计结果可知，教育对非

①cGss2006数据集对户籍身份有着清晰的界定。户籍身份指的是被访者在户籍登记中的户口状况，分为“农业

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其中，非农户口又包括“城镇户口”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是指某些城市对满足一定条件

的外来人口进行登记的一种过渡性的、非正式的城市户口，因其户籍卡上加盖的蓝色户籍印章(区别于正式户口的红印)

而得名。尽管蓝印户口在登记上并没有立即取消原来的户籍，但是持蓝印户口者享有大部分与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因

而本文将城镇户口和蓝印户口视为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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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口劳动者获得更高级别职业的作用略高于农

业户口劳动者，两者均显著为正，说明了教育水平

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加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机

会。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加大对农业户口劳动者

的教育投资，能够促使他们获得高级别职业，进而

缓解城乡之间职业获得机会的不均程度。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高级别职业的阈值参数

№(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城市样本的估计结

果低于农村样本的估计结果，前者进入该职业的

门槛水平相对更低。这意味着，在占有同等资源

的条件下，非农户口劳动者比农业户口劳动者更

可能成为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从而说明户籍

分割是引致职业获得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职业获得概率与教育回报的城乡异质

基于表3的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测算劳动

者获得不同类型职业的概率大小，结果如表4所

示。对比城乡样本可知，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高

级别职业(职业5与职业6)的概率要大于农业户

口劳动者，非农户口劳动者成为一般办事人员或

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为48．73％，而农

业户口劳动者获得这两类职业的概率为

38．87％。进一步地，我们依据劳动者的受教育程

度进行分样本研究，可以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概率也不断增加；

并且，所有教育层次的人群中，非农户口劳动者获

得高级别职业(职业5和职业6)的概率均高于农

业户口劳动者，而农业户口劳动者进入低级别职

业(职业1、职业2和职业3)的可能性均高于非农

户口劳动者。由此表明，户籍分割阻碍了农业户

口劳动者对于高级别职业的获得，而非农户口劳

动者在高级别职业的竞争中仍占据着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这一类职业，非农户口劳动者的教育回报明显高

于农业户口劳动者。由表4可知，非农户口劳动

者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的教育回报分别是

6．75％和10．94％④，分别约为农业户口劳动者的

1．39倍和1．30倍。同时，随着教育层次的上升，

这一类职业获得概率的城乡差异也不断扩大。对

于小学毕业的劳动者，他们获得职业6概率的城

表3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

注：小括号中报告的是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结果

在l％、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职业等级由低

到高分别是：1．农业劳动者；2．体力劳动者；3．一般技术工

人；4．小业主及个体户；5．一般办事人员；6．管理者和专业

技术人员。

①这里的教育回报指的是，对于某种职业，教育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职业获得概率的变化。以城市样本为例，小

学毕业的劳动者获得职业6的概率为7．82％，而初中毕业的劳动者获得职业6的概率为14．57％，两者之差6．75％即为

初中毕业的教育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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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种职业类型分别是：1．农业劳动者；2．体力劳动者；3．一般技术工人；4．小业主及个体户；5．一般办事人员；6．管理

者和专业技术人员。

乡差异仅为2．45％，而高中毕业的劳动者，他们

获得职业6概率的城乡差异上升为6．87％。这

意味着，教育对于非农户口劳动者在最高级别职

业的作用要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即使教育能够

促使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但在管理者和专业

技术人员这一类职业上，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由表4还可以看出，教育对于农业户口劳动者的

作用，主要体现在一般办事人员这一类职业。对

于高中毕业的农业户口劳动者，他们获得职业5

的概率超过了30％，而获得职业6的概率仍相对

较低。这些城乡异质表明，即便拥有相同程度的

受教育水平，由于户籍身份的差异，农业户口劳动

者在高级别职业的获得方面仍处于劣势。户籍制

度的阻隔，使得农业户口劳动者未能将人力资本

有效转化为职场竞争的优势，由此导致了劳动力

市场的城乡职业获得机会不均。

当前教育回报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造成该

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

目前，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仍然向城市倾斜，农村

的教育普遍存在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和

教学设施落后等问题。因此，即使处于同样的教

育层次，非农户口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含金量通常

远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更甚的是，这种城乡教

育质量的差距难以通过人口流动得到缓解，由于

户籍身份的限制，农业户口人员绝大多数无法进

入城市政府设立的正规教育机构。随着大批农业

户口劳动者进城务工，其子女的教育需求催生了

大量低投资、低质量农民工子弟学校，由此拉开的

教育差距将在日后进一步加剧职业获得的不平

等。对比城乡样本的调查数据可知，劳动者曾经

就读过区县级或区县级以上的重点高中的人数比

例分别为6．9％(城市样本)与2．6％(农村样

本)；对于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城市样本中约40％

的劳动者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而农村样本的本科

生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多数为大学专科毕业生。

另外，从劳动者对外语的熟练程度也可以侧面反

映出他们所受教育质量的高低。城市样本中，约

二分之一的劳动者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而农村样

本的劳动者中，约63％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外语一

点也不懂。由此可见，户籍制度会通过教育的渠

道进一步分割劳动者，由此形成的城乡差异，使得

农业户口劳动者在教育回报方面仍处于劣势地

位。

(三)职业获得的地域差异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劳动者职业获得

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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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水平、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以及教育质

量都比落后地区要高；数据显示，沿海地区①劳动

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4年(城市样本)与

8．75年(农村样本)，而内陆地区则为9．69年(城

市样本)与7．69年(农村样本)。另一方面，经济

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与个人发展途径相对较多，

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进而促使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身人力资本优势，带来教育回报的上升。

表5根据沿海与内陆地区划分样本。从表中

可以看出，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教育水

平的参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加大对劳动者人力资

本的投资能够增加他们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概率。

对比可知，沿海地区全样本的教育回报为0．25l，

而内陆地区的教育回报则为O．216；并且，无论是

城市子样本，还是农村子样本，沿海地区的教育回

报都要高于内陆地区，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边际作用要高于

经济较落后地区，他们多接受一年教育所带来的

职业等级提升的机会也会相应更大。另外，对比

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城乡教育回报差异可知，在经

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教育回报的城乡差异仅为

O．010，而经济较落后的内陆地区，教育回报的城

乡差异高达0．044，是沿海地区的4．4倍。这一

结果说明了，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缩小该地

区教育层面的户籍分割，保证劳动者能够依靠自

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平等地竞争高级别的职

业地位。

对比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户口系数可知，沿海

省份的户籍歧视程度要低于内陆省份，同样表明

了经济发展对于降低劳动力市场职业获得不平等

程度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沿海地区的估计

结果可知，社会网络的“质”和“量”的系数均不显

著，而内陆地区却恰好相反。对于内陆地区的劳

动者而言，社会网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

体现在社会网络的“质”上，拥有党政机关或国有

单位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加他们获得高级别职业的

概率。上述结果说明，在沿海地区，这些并非劳动

者人力资本的关系资源对于他们获得高级别的作

用并不明显；相反，在那些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劳

动力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社会网络仍然能够显著

地提高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机会，换言之，人

情关系充当着职业不平等竞争的途径，个人的知

识技能并不能完全主导职业目标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受

教育水平较高，职业获得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但这

些地区的职业进人门槛则相对更高，沿海地区的

阈值参数估计结果普遍高于内陆地区说明了这一

点。经济的发展虽然能够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

动，有利于职业机会的合理分配，但职业竞争体系

成熟完善的同时，也使得劳动者自身面临着更多

挑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也更加激烈，这些现

象与表5职业获得模型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

五、结论

本文基于CGSS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

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分析了社会网络和户籍制度

的“双重门槛”机制对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表明，对于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的职业获得，

社会网络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对非农

户口劳动者而言，朋友关系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他

们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业；对于农业户口劳动者，仅

有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作用显著，但仅限于较低

级别职业的获得。另一方面，党政机关或国有单

位的社会网络资源能够增加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

高级别职业的概率，但这种“质”的影响对农业户

口劳动者的作用仍非常有限。这些城乡差异意味

着，即便同样拥有相当规模与质量的社会网络，但

户籍分割使得农业户口劳动者的这种社会关系资

①对省份地区的分样本研究，通常可以依据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相对而言，较之于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中西部省份的整体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公共教育投资与人口统计指标的差异也不明显，

因此往往将两者合并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参照已有文献的惯例，这里将东部地区记为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合并为内

陆地区。具体地，沿海地区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其余划分为内

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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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括号中报告的是标准误；⋯、“和‘分别表示结果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职业等级由低到高

分别是：1．农业劳动者；2．体力劳动者；3．一般技术工人；4．小业主及个体户；5．一般办事人员；6．管理者和专业技术

人员。

源，并不能在高级别职业的竞争过程中被转化为

相对优势。进一步地，本文发现，虽然人力资本的

提升有助于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但由于户籍

制度的分割，导致教育回报存在明显的城乡异质

性，对于高级别的职业，非农户口劳动者的教育回

报要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在于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教育

质量的巨大差异，而户籍壁垒又阻碍着农业户口

人员进入城市的正规教育机构接受更好的教育，

由此导致了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在职业竞争中的

回报差异。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劳动者职业获得

的影响，本文划分了沿海与内陆两个子样本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其教育

回报要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并且，沿海地区教育回

报的城乡差异相对更低，社会网络和户籍制度的

“双重门槛”机制对于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影响程

度也相对更小。这些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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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劳动力市场职业获得不平等程度具有重要作

用。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市

场的发展相对成熟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凸显

了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因素在职业获得中的作

用，同时也削弱了人情关系以及户籍身份这些非

竞争因素对职业获得市场机制的扭曲。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本文认为，要想从根

本上改善职业获得不平等的状况，当前许多工作

仍需加速推进，继续加大教育投资、深化户籍制度

改革仍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要增加

对农业户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使农民工子

女能够平等地享有城市的公共教育服务，以此来

缓解由于户籍分割所间接造成的职业获得不平

等。另一方面，社会网络资源在劳动者的职业获

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根

深蒂固的家族文化与人情社会观念。对这一现象

的遏制，仍然需要回归教育措施；与此同时，还要

不断地完善有关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以形成

有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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